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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一项2009年在福建省的问卷调查，对两代农民工的劳动福利分析发现， 

虽然第二代农民工福利状况总体上优于第一代，但实质性差异不明显。随后采用负二项和 

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两代农民工福利获得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企业特征对二者 

的影响十分显著，而社会资本更多的是对第一代农民工产生影响，文化程度对第二代农民工 

的影响更深刻，从地区变量来看，厦门保障农民工劳动福利的模式值得其他城市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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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in Fujian province 2009，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abor welfare of 

two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the second generation’S labor welfare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first generation，there is no substantive difference．Then，the paper uses 

negative binomi al regression model and b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examine determ inants of 

two generations’ labor welfare． The study states that enterprise characteristic variables play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wo generation mi grant workers，but social capital variables have more impact on 

the welfare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mi grant worker，while education attainment has more impact on the 

second generation．From region variables，it shows that the mode of how to guarantee mi grant worker’S 

labor welfare in Xiamen can use for reference by other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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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言 

第六次人 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超过 2亿 J，同时，自21世纪以来其内部结构也 

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代农民工逐渐成为这一群体的主体 ]。这使得农民工内部结构的差异开始受 

到学界关注，针对两代农民工代际差异的探讨成为研究农民工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而考察两代农民 

工在合法权益上代际的变化则是这方面研究所关注的焦点之一。 

劳动福利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用人单位为职工生活提供的便利和优惠。最基 

本的劳动福利包括养老、工伤、医疗、生育、失业五类社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 J。((2011年中国流 

动人 口发展报告》 显示，农 民工 中参加 “五险一金” 的比例分别为 24．2％、32．4％、29．6％、 

10．3％、6．9％和2．9％ 。农民工的劳动福利获得水平普遍偏低 ，这种情况引起了社会各界以及学 

者们的广泛关注。研究农民工劳动福利的观点一方面是强调农民工享有劳动福利的水平低，表现为工 

资微薄、拖欠现象依然存在，劳动条件差、工作时间长，居住条件整体较差，社会保险参保率低，社 

会保障处于边缘状态等 ；另一方面是指出农民工劳动福利的获得存在差异性，如区域执行的福 

利标准存在差异  ̈，以及由于社会身份地位不同而与当地市民存在 “梯度”性差异等 。 

针对农民工劳动福利获得水平及差异，以往的理论和多数实证研究表明，由制度和社会性因素导 

致的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是其主要根源 H J。近年来，制度外的因素，如农民工的个体特征 

及用人单位特征引起了更多的关注，个人特征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禀赋，如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是否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等，而单位特征则是考虑非公有制企业和公有制企业的差别及农民工所处 

的行业和城市因素，相应的研究认为，上述影响机制对农民工劳动福利存在一定的影响 。 

然而，根据经验观察和现有的研究文献，笔者认为在农民工代际分化明显的趋势下，上述研究存 

在一些不足：其一，先前研究都没有提及不同代际群体之间劳动福利获得的水平及二者之间的差异； 

其二，在关于影响因素的分析中，不少学者虽已探讨了独立于制度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从而大大丰 

富了影响机制的研究范畴，但是相关研究同样也没有对农民工劳动福利的影响因素进行代际分析。而 

事实上当今农民工已是一个内部构成复杂多样的异质群体，其不同代际的特征差异对劳动福利的获得 

及影响因素均存在影响。并且，对两代农民工获得的劳动福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可以反映出他们 

劳动福利水平的变化及影响因素的差异，并以此作为依据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故从代际的视角来 

考察农民工的劳动福利是新时期对农民工研究的必然要求。 

基于以上分析，考虑到社会保险是劳动福利的核心部分，吃和住是农民工进城务工最为迫切的生 

存需求，本文利用 2009年底在福建省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数据，以五类社会保险及四类吃住福利 

(包括包吃、包住、住房补贴及住房公积金)为研究内容对两代农民工劳动福利的获得情况进行比较 

分析。对影响因素的探讨，本文借鉴相关研究 ，选取的自变量主要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单位特征； 

同时，为考察迁入地对农民工劳动福利的影响，本文引入地区变量；此外，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农民 

工的社会网络等会对他们的就业、收入及劳动权益存在影响，可知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应该也是影响农 

民工劳动福利获得水平的一个因素。所以本文在探讨农民工劳动福利影响因素的分析中，主要变量选 

取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企业特征、社会资本及地区变量，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其代际差异。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分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加拿大发展研究中心 (IDRC)资助的国际合作项 目 “女性迁移人 口在迁 

移过程中的分化与权益问题——福建省的个案研究”课题组与福建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作的 

于2009年 12月在福建省进行的一项覆盖全省 17个县 (市、区)流人人口的入户问卷调查。女性样 

本采用四阶段分层随机概率抽样，男性样本从抽中的村级单位中随机产生，得到一份包含2033份 

(其中男性1017份，女性1016份)样本的数据库。本文根据研究的需要，从中抽出1848个户口性质 

为农业的流动人口即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有效样本为 1826个，其中第一代农民工为992份，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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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农民工为 834份①，有效率为 98．81％。根据前面的分析，为突出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特性，笔者以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企业特征及地区四组变量对两代农民工进行对比描述 (见表 1)。 

人力资本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个人月收入和职业类型。其中，文化程度划 

分为小学及以下、中学、大学及以上三个阶段；职业类型根据农民工工作的行业划分为蓝领和白领职 

业。社会资本变量包括是否参加工会、在城市的交往对象及身份认同。其中，交往对象分为流入地社会 

网络和流出地社会网络；身份认同包括认为自己是城市人、仍然是农村人及说不清楚；由于在外流动年 

限及在现职的任职年限可以反映农民工的流动经历及经验，所以本文也将其归于社会资本。企业特征变 

量包括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及劳动合同。具体来讲，根据所有制结构可以将企业性质划分为公有企业、 

私有企业、外资及港、澳、台投资 (三资)企业以及个体经营户等；企业规模划分为99人及以下、 

100～999人及1000人及以上；劳动合同制度则以劳动合同签订率及其期限来衡量。地区变量是根据 

地理空间位置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将本次调查的福建省流人地城市划分为福州、厦门、泉州、沿海较 

不发达城市及内陆城市。其中，沿海较不发达城市包括漳州和宁德，内陆城市为龙岩和南平。 

表 1 农民工代际差异特征的统计描述 

注：第一代农民工总体样本为992个，第二代农民工总体样本为 834个。 

从表 1可知，在人力资本这组变量中，两代农民工性别构成存在一定的差异，相比第一代农民 

工，第二代农民工中女性比例高于男性；两代农民工的年龄大约相差 l5岁；也正是由于年龄的差异， 

两代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差异明显，第一代农民工已婚率达到95．2％，而第二代农民工只有39．2％； 

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有很大提高；农民工的职业类型均集中于蓝领职业， 

但相比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中白领职业的比例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对两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进行比较分析可知，其参加工会的比例都偏低，第二代农民工参加工会 

的比例略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两代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身份认同感都比较低，但第二代农民工选择 

“说不清”的比例已有所上升，这说明其身份认同正逐渐向城市靠拢；第一代农民工的交往对象主要 

来自老乡、亲戚等流出地社会网络，而第二代农民工中有62．1％的人交往对象来自流人地社会网络； 

① 卒塞将 骞垦 摩掣塑出生t l 8Q堡 后，跨县市爱工绎商、在现流入地工作超过一个月及以上、户口性质为农业的流人 人口
， 与之相对应的出生于 1980年前的该类人口定义为第一代农民工。 。。 。‘。 

· 9O· 

万方数据



两代农民工在外流动时间及现职的任职年限相差较大，第一代农民工显著高于第二代农民工。 

从农民工所在的企业特征来看，首先，两代农民工所在企业的性质都集中在私有企业和个体户， 

不同的是第一代农民工中给个体户打工的比例高出第二代农民工 13．9个百分点，而第二代农民工给 

私有企业打工的比例更高；其次，两代农民工都有一半以上的人没有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但总体上 

第二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好于第一代农民工；最后，从企业规模来看，第一代农民工在 99 

人及以下的单位工作的比例是56．1％，而第二代农民工这一比例已下降至46．1％，其中在 100人及 

以上的单位工作的人的比例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 

从流入地城市来看，福建省的农民工主要集聚在福州、厦门和泉州这些较为发达的沿海城市，第 
一 代和第二代农民工分别有 77．7％和 85．3％的人流向这三个城市。而且第二代农民工更集中在这三 

个城市，尤其是泉州市；两代农民工流向福建省的沿海不发达城市及内陆城市的比例都不高。 

三、两代农民工的劳动福利情况 

1．各项劳动福利 

在根据四组变量描述两代农民工相关特征的基 

础上，本文对两代农民工的劳动福利情况进行分析。 

表2从社会保险和吃住福利来体现两代农民工各项 

劳动福利的享有情况。首先，在社会保险方面，本 

次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在城市参与社会保险的状况 

并不乐观，两代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的比例普遍低 

下。其中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率更是极其低 

下，总体样本的均值仅为9．4％和 8．5％，参保率最 

高的工伤保险的比例也只不过为 18．7％，还远远没 

有达到普及的程度。其次，在吃住福利方面，从数 

表 2 两代农民工各项劳动福利水平 ％ 

注：包吃和包住的福利中同时包括既包吃又包住的情况。 

据可知，农民工获得用人单位包吃福利的比例为 20．2％。而在住房上，用人单位呈现出更愿意为农 

民工提供临时住宿而忽略解决长期住宿问题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企业或雇主为农民工提供单位宿舍的 

比例达到 54．4％，而为农民工提供住房补贴的比例仅为6．0％，住房公积金更是基本处于空白。 

对农民工各项劳动福利的获得进行代际比较，可以发现在社会保险方面，第二代农民工的参保率 

皆已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提高的幅度并不大，平均只高出 2．7个百分点，即便是在相差最大的医疗 

保险的参与率上，第二代农民工也仅高出4．2个百分点。其次，在吃住福利方面，第二代农民工的情 

况同样优于第一代农民工。例如，第二代农 

民工享受企业包吃待遇 的比例 (23．8％) 

高于第一代农民工 (16．4％)，第二代农民 

工获得单位住宿、住房公积金及住房租金补 

贴的比例同样也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仔细 

观察数据可知，尽管第二代农民工吃住福利 

较第一代农民工都有所提高，但要么是在低 

水平下的比较，要么是提升幅度不高。 

2．劳动福利总量 

表3体现了被调查农民工获得福利总量 

的情况及其代际差异。从总量来看，农民工 

获得劳动福利总量十分有限。在所列的9项 

劳动福利中有 40．6％的农民工均处于空白 

表 3 农民工劳动福利获得总量及其代际比较 

注：Pearson Chi—Square=69．408，df=8，P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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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所获得的福利总量的均值也仅仅为 1．27项，获得三项以上劳动福利的农民工只占被调查农民 

工的 14．4％，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获得劳动福利总量最多的分别为7项和 8项。因而，本次调查 

数据能够说明两代农民工获得的劳动福利总量十分有限，只有极少数的农民工获得了较为全面的劳动 

福利。 

此外，对两代农民工劳动福利总量进行比较可知，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中没有获 

得任何劳动福利者的比例为30．9％，下降了17．8个百分点。在获得一项劳动福利的比例上，第二代 

农民工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其比例已由27．1％上升至 35．0％。通过分析两代农民工在两项及以上劳 

动福利的区别，也可以发现尽管比例已十分接近，但第二代农民工总体上也高于第一代。然而第二代农 

民工获得劳动福利总量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由表3可知，第二代农民工较之第一代农民工获 

得劳动福利总量比例上升的 “真相”是，第二代农民工中仅获得一项劳动福利者的比例上有所上升，二 

者在更多项数上已十分接近，甚至在四项劳动福利上，第一代农民工高于第二代农民工；并且两代农民 

工是在低水平下的比较，第二代获得福利总量的均值虽然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的1．07项，但仅仅为1．48 

项，二者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两代农民工获得劳动福利的整体情况不容乐观，农民工不仅 

每项劳动福利获得的比例低，而且获得的总量也十分有限；第二，尽管第二代农民工在各项劳动福利 

和总量上的获得较第一代农民工处于优势，但二者是在低水平下的比较，这种差异和提升十分有限。 

四、两代农民工劳动福利影响因素分析 

结合上面的分析，以表 l所述四组变量为自变量，本文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二元 Logistic回归 

模型考察两代农民工劳动福利的影响因素。因变量设定为两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总项目数及吃住 

福利 (包括企业提供吃住和住房补贴)。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为两代农民工获得住房公积金的 

比例太小，说明企业对农民工基本没有考虑这项福利，各项自变量对其影响均不显著，故没有对其进 

行影响因素分析。 

1．模型分析 

在考察两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项数时，因变量为计数变量。常用于分析计数变量的主要是泊 

松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使用泊松模型的前提条件是因变量必须满足等离散性分布，而负二项回归 

模型是前者的延伸，通过引入相乘随机项而有效处理了数据中的过度离散问题，从而放松了均值和方 

差的假设。本文经过计算，第一代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项目的均值为 1．627，方差为0．574；第二代 

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项目的均值为0．706，方差为2．001。两个计数变量的方差明显大于均值，都是 

过度离散的数据，因此，笔者选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估计。而关于农民工吃住福利的情况，笔者设 

定 “企业提供吃住 =1”、“企业未提供吃住 =0”，“享有住房租金补贴 =1”、“未享有住房租金补贴 = 

0”。以上变量均为二分选择的虚拟变量 ，故选用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2．两代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影响因素 

表4是以参加社会保险项目总数为因变量所建立的负二项回归模型的统计结果。从模型结果来 

看，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变量对两代农民工参加的社会保险项目数均带来一些显著的影响，不同的是 

社会资本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影响作用大于第二代农民工；企业特征和地区变量是影响两代农民工社会 

保险参与最为重要的变量。 

首先，在人力资本变量中，性别和职业类型的影响作用都不显著，婚姻状况只对第一代农民工有 

影响。具体来看，单身的第一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数量明显增加。这主要因为仍处于单身状态的 

第一代农民工已不再年轻，所以必定会花更多的精力去考虑自己的晚年，而参保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模型结果还表明，个人月收入对两代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项目数的影响作用十分显著。这是因为即使 

企业愿意拿出部分资金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农民工 自身只有在月收人满足了基本需求尤其是家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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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两代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项 目数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注：1．模型似然比卡方值：第一代642．991⋯；第二代 566．334⋯；2． 、 和 分别表不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括号 

内为参照组。 

后才有可能去考虑社会保险  ̈，因此，收入越高的农民工越倾向于参与社会保险。此外，文化程度 

变量对第二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项目数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的 

社会保险项目数量越多，而这种显著的影响作用在第一代农民工的模型中却不存在。 

其次，在社会资本方面，是否参加工会对不同代际农民工参与的社会保险项目数都产生显著的影 

响，与没有参加工会的农民工相比，参加了工会的农民工参与的社会保险项目数量显著提高。身份认 

同则只对第一代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产生影响，具体来看，与自我身份定位为 “不清楚”的第一代 

农民工相比，将自我身份定位为 “农村人”的第一代农民工，显著地不倾向于参加更多的社会保险 

项 目。日常交往对象的类型对两代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的影响都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两代农民工在 

流人地的交往对象主要是家人、老乡或者工友，与流入地当地居民接触的机会较少，因而很难受到当 

地居民参与社会保险意识的熏陶。与此同时，在外流动时问和现职任职年限仅对第一代农民工产生显 

著影响。在外流动年限越长的第一代农民工，参与的社会保险项目数量越少，但是如果在现职的任职 

年限越长，则有利于提高其参加社会保险的可能性。 

再次，企业特征是影响两代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的重要变量。模型结果表明，企业性质和劳动合 

同签订情况对两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参与项数产生显著的影响。一方面，与在个体经营户中打工的农 

民工相比，在公有企业、私有企业和外资及三资企业中打工的两代农民工参与的社会保险项目的总数 

显著增加，尤其是在外资及三资企业中就业的农民工，其增加的幅度更为明显。另一方面，签订劳动 

合同对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签订合同的期限越长，参与的社会保险项目越 

多。该统计结果再次说明了签订劳动合同对于农民工权益维护的重要性。 

最后 ，从地区变量来看，与在福建省内陆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相比，在厦门就业的第一代农民工参 

与社会保险的项数显著提高，而在泉州和福建省其他沿海较不发达地区的就业者参与社会保险的项 目 

数量则显著下降；同样，在第二代农民工中，在厦门和福州地区的就业者参与社会保险的项目数量显 

著地提高，而在其他城市并不具有统计意义。这说明，不管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农民工，在厦门地区 

就业者参加社会保险的权益更能够得到保障。 

3．两代农民工吃住福利的影响因素 
- 93 · 

万方数据



 

表5展示的是不同代际农民工获得吃住福利影响因素的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的统计结果。从模 

型结果来看，人力资本变量对两代农民工的吃住福利的影响作用较小，社会资本变量对第一代农民工 

吃住方面福利的影响作用大于第二代农民工，企业特征和地区变量对两代农民工的吃住福利产生显著 

的影响作用。 

首先，在人力资本变量中，个体特征对农民工是否享有吃住福利的影响比较模糊。除月收人对第 

二代农民工的住房补贴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外，其他变量的作用都不 

具有统计解释力。受教育水平对两 

代农民工的吃住福利产生部分的影 

响。具体来看，相对于大学及以上 

文化程度的第二代农民工而言，文 

化程度为中学和小学以下的第二代 

农民工获得住房补贴的可能性反而 

更大。 

其次，在社会资本变量中，农 

民工的交往对象、参加工会情况和 

身份认同对其吃住福利均有一定的 

影响作用。与交往对象为流人地社 

会网络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交往 

对象为流出地社会网络的第一代农 

民工获得吃住待遇的可能性更大。 

与身份认同不清楚的农民工相比， 

身份认同为城市人的第二代农民工 

获得吃住待遇的可能性增大，而身 

份认同为农村人的第一代农民工更 

不容易获得吃住待遇。此外模型结 

果还表明，第一代农民工在外流动 

时问和在现职任职年限越长，就越 

少享受企业提供的吃住福利。可能 

的解释是因为这部分第一代农民工 

多是个体经营户或摊贩人员，因而 

不存在吃住方面的福利。 

再次，从企业特征来看，企业 

特征变量是影响两代农民工吃住福 

利最为重要的一组变量，其在两代 

农民工的模型中都产生了显著的影 

响作用。第一，就企业性质的影响 

而言，与在个体经营户就业的农民 

工相比，在任何其他性质的企业就 

业的农民工，获得吃住待遇的可能 

性都显著增加，尤其是在公有制企 

业中就业的农民工，其增加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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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更为明显。第二，劳动合同期限对第二代农民工的吃住福利影响显著，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第二代 

农民工相比，签订劳动合同且合同期限在 1～3年者能够获得吃住福利的概率明显下降，而合同期限 

在3年以下者享受到住房补贴的可能性显著上升。第三，企业规模也在提供吃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但对住房补贴没有影响。与规模在 1000人及以上的企业相比，企业规模越小，反而越有可能提 

供吃住方面的福利，而对于第二代农民工而言，这种差别仅存在于规模在 100—999人和 1000人及以 

上的企业中。 

最后，从地区变量来看，与在厦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相比，在其他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所能享受企 

业提供吃住、住房补贴的可能性都明显偏小，尤其是在第一代农民工中，这种差异更为明显。由此可 

见，厦门为农民工所提供的吃住福利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更加完善。 

五、结论 

针对近年来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明显的情况，本文从代际的视角，首先描述分析两代农民工各项 

福利和福利总量的现状及差异，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影响两代农民工劳动福利的因素及差异。本文的 

研究结果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两代农民工劳动福利的获得情况不容乐观。农 民工各项福利和福利总量获得的比例都 

比较低，在所列的九项劳动福利中有四项获得比例都低于 10％，住房公积金甚至接近于零，劳动 

福利总量平均只有 1．27项，农民工的劳动福利仍处于缺失状态。这一现状也再次向政府敲响警 

钟，制定涵括市场、用人单位及农民工 自身以提高农民工劳动福利水平的适用政策迫在眉睫、任 

重道远。 

第二，伴随着国家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重视、现代企业制度的正规化走向和相关研究的呼吁， 

加之第二代农民工本身所具有的有利因素，第二代农民工劳动福利的获得情况已优于第一代农民工， 

但通过研究发现，二者的比较是在低水平下的较量，第二代农民工劳动福利的提升幅度十分有限。这 

表明虽然第二代农民工被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但劳动福利并没有实质性的提升，所以对第二代农民工 

的保护仍须加强，并且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才是关键。 

第三，在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的各组自变量中，合同签订期限及企业性质对两代农民工劳动福利的 

获得均产生显著的影响。合同签订情况与劳动福利的相关性表明就业的稳定程度及正规程度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农民工的福利水平，因此，提高正规合同的签订率及签订期限是保障农民工劳动福利的重 

要途径；企业性质对两代农民工来说同样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并且研究表明公有企业和外资及三资企 

业对农民工福利待遇更为负责，故政府应宣传公有企业和先进外资及三资企业的管理模式，对那些农 

民工集中却不正规的企业进行引导及调控。 

第四，两代农民工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最为明显的是文化程度对第二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 

影响大大强于第一代农民工，因而可以明确，提升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是加强农民工，尤其是第二代农 

民工参与社会保险的重要途径 ；而社会资本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显著大于第二代农民工，这一点恰 

恰是第一代农民工在经历和经验上丰富于第二代农民工所折射出来的不同表现。此外，从研究中还能 

观察到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例如尽管农民工参加工会的比例不高，但工会的作用较明显，这说明倡 

导农民工参加公会，加大工会的维权作用及调控力度对保障农民工的劳动福利是十分有效和必要的； 

婚姻状况为单身的第一代农民工会更愿意参加社会保险，所以企业在向职工提供保险的同时，应看到 

这些特殊的要求；个人月收入对两代农民工的福利获得也有一定的影响，一般表现为收入越高，农民 

工的参与的福利待遇尤其是社会保险会越有保障，所以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成为提升农民工福利水平的 

硬道理；而从体现社会经济环境差异的地区变量来看，厦门在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险和吃住福利方面有 

着值得其他城市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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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是有积极的意义的。虽然非均衡发展 

战略符合我国初级阶段的国情，同时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种非均衡的发展战略也带 

来了不少的弊端，比如地区间经济水平的差异导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的非均衡发展。同为社会公 

民，只是因为所处地域的不同而导致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存在差异，造成了社会公民间的不公平。 

由于我国国情的限制，这种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在一定时期可能仍会进一步实施，但是政府对于这 

种非均衡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应加以高度的重视，可以通过政策的导向来引导各种资源向经济欠发 

达和落后地区倾斜。在资金投入、人员培训、技术支持等方面加强落后地区的残疾人社会保障建设， 

使所有的社会公民能够同享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社会保障公平 目标的实现 

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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